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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刑事犯罪结构随之不断做出调整。特别是近十年，

八类暴力犯罪案件逐渐减少，“从 2013 年的 7.5 万

件 9.57 万人，下降到 2021 年的 4.9 万件 5.68 万人。

轻微刑事案件占比增大，2021 年被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罪犯人数占判决生效总人数的比例达到

84.6%”［1］。为顺应时代发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新需求，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主持下，2016 年 11 月，两高三部印发了《关于

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

作的办法》，在我国 18 个城市着手进行试点工作。

2018 年 10 月 26 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独具

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融入我国法律中并

予以正式实施。经过四年的司法实践和创新完善，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

司法层面，这项制度都是一次成功的刑事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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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切前提在于认罪，而认罪的实体和程序双重属性以及影响认罪的多方因素决定了

认罪过程的艰难复杂性。作为与认罪最先接触的刑事诉讼程序——侦查讯问，最先接触犯罪嫌疑人并听

取其辩解或供述，如果在此阶段将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供述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固定，不仅能尽快尽

早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减少甚至挽回犯罪危害后果，同时真实的认罪供述也将有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顺利展开，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犯罪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本文以2021至2022年的裁

判文书为分析样本，从“认罪”的基础结构框架、“认罪”自愿性的影响因素、对“认罪”的审查方式

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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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法：目前我国刑事案件中84.6%的案件都是三

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刑案件——庭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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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1］。它不仅在惩治犯罪行为的准确性、有效性、

及时性上大放异彩，还对于刑事案件分流、司法资

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学界研究范围来

讲，主要在于对认罪、认罚、从宽三个角度进行拆

解分析，探究不同方位下各自的内涵及其应用，这

无疑默认了当前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这三个要

素的相对独立性，而“认罪”作为认罚的必要前提，

作为从宽处理的先行条件，构成了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逻辑起点。同样，侦查程序也具有同等的逻辑

和实践地位。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必然

最先接触并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侦查中的讯

问环节又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认罪”供述的必需手

段以及将其供述固定为证据使用的必要方式，因此，

十分有必要从该制度的应用起点即侦查讯问出发，

深入探究“认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概

念及其内涵，深度剖析“认罪”的影响因子，明确

“认罪”的审查方式，以保证该制度从一开始就在

正轨上前行。

二、我国裁判现状分析

本文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以“认

罪认罚”“非法证据”和“刑事案件”为关键词，

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到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区间内

筛选，共检索出 122 篇裁判文书。在剔除非法言词

证据以外的非法证据（例如辩方认为控方收集的电

子数据、鉴定意见、物证等证据不合法）以及在被

告认罪认罚前提下辩方没有提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

要求的案件后，一共得到 55 份有效文书。这 55 份

裁判文书当中，辩方在以被告“认罪”的基础上，

分别提出了四点异议：一是对控方指控的罪名持有

不同观点，主要表现为翻供或对行为性质进行辩解；

二是认为控方所指控的事实不清，对个别事实情节

有异议，例如在盗窃案中被告是否仅具有一个盗窃

行为或是参与了多个盗窃活动；三是对控方所指控

的罪名、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上没有异议，但对量刑

的程度不满；四是同意控方所指控的罪名、对案件

的事实认定以及量刑建议，但希望变更执行方式，

这 55 个案例中与此项相关的 10 例全部希望法院将

执行方式变更为缓刑（见图 1）。

［1］樊肖程．最高检：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行稳致远

［N］．中国商报，2021-12-07（P02）．

图 1  辩方所持异议类型

那么，这 55 个案例当中犯罪嫌疑人或是被告

的“认罪”真实性真的存在问题吗？笔者经过整理

发现，在这些案例中，辩方对被告人“认罪”的言

词证据辩护的理由（不仅限于某个方面）在于以下

几点：一是“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供述不是“真

实意思表示”，“供述不真实”，“非法供述应当

依法排除”，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暴力手段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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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非自愿性供述不合法；二是怀疑侦查人

员有“诱供、骗供”“特情引诱”之嫌；三是认为

侦查程序违法，“由一名民警讯问”，“笔录与罪

名不具有关联性”，“未提交同步录音录像，只有

被告供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01 条确立了人民

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的几处规则。其中第一

款明确提出了人民法院可以不采纳人民检察院所指

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的五点例外情形：“一是被告

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的；二是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是被告人

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是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

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是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

判的情形。”将辩护理由与辩护类型结合我国刑诉

法来分析辩护目的，逻辑条理清晰可见。首先，翻

供是基于违反“认罪”自愿性原则而导致“认罪”

缺乏真实性、法定性而无效，这种通过刑讯逼供或

以欺骗、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从一

开始就被排斥在合法真实有效的证据之外。其次，

我国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 6 条指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若承认

控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

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

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

以口供获取程序不合理、获取手段不合法为辩护理

由，核查“认罪”口供的真实性，既可以从根本上

否定有罪供述，又可以保证被告在已经获得“认罪”

从宽的基础上获取更多的诉讼利益。而对于“量刑”

以及“变更执行手段”而言，更像是一种辩方将控

方的瑕疵甚至非法证据作为自己在庭审中与之对抗

或者交易的筹码，以换取更多有利于被告的利益。

经上文分析，辩方排除“认罪”自愿性、真实

性的辩护目的已然清晰可见，再次回归到裁判文书

当中，又有多少辩护目的实现了呢？裁判文书给出

的答案仅有一个。在田英才寻衅事案中［1］的起诉

阶段，控诉方认为被告人田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

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置，建议

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田某也表示对起诉

书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认罪认

罚且签字具结。然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提出

了其某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由于其被抓获后受侦

查人员的殴打及疲劳审讯、诱供所做出的的虚假供

述，辩护人申请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在经过检

察机关的补充侦查后，再次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但经合议庭审理后认为，检察机关提交的相关

证据不足以证明取证的合法性，故对被告人田某某

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予以排除。最终法院判处田某

犯寻衅滋事罪，有期徒刑二年。相比于其他 54 个

案件，控方通过出示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看守

所体检表以及其他合法证据证明被告的有罪供述与

其他证据的可关联、可相互印证，或以办案民警出

庭接受质询的方式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同时，法

院也会以“未提供刑讯逼供线索或证据”，“未提

出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等理由不予采纳或予以驳回。

基于以上对裁判文书的分析，犯罪嫌疑人或是

被告的“认罪”真实性绝大多数是真实可靠的，辩

护人以“认罪”是否自愿真实合法作为辩护理由，

是对被告人自身权利保护的应有之举，无可厚非，

但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审判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相左。那么，“认

罪”这一兼具实体和程序的诉讼环节，到底如何去

认定，如何去审查，是我们在诉讼实践中亟须厘清

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从“承认”之内外架构探究“认罪”

《刑事诉讼法》在第 15 条、122 条、207 条、

214 条中提到了“承认”一词，其中，第 15 条、

214 条有权利处分的含义，第 122 条和 207 条有确

认之意。“在程序法中，‘承认’是一种包含着权

利处分的意思表示或者诉讼行为”［2］。它包括了

行为主体对自身权利的使用或放弃，是一种基于行

为主体自由意志而主动做出的意思表示，是经过理

性选择后的结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承认”与

“认罪”具有一定逻辑关系，“承认”在前，“认

罪”在后，“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

自己有罪行为的结果。从“承认”出发，为我们又

提供了一个研究“认罪”内涵的新视角。

孙长永教授曾根据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工作的规

范性文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认罪”观点，一是“认

［1］参见（2020）黑0606刑初80号。

［2］卫跃宁，李佳威．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承认”

的规范重构［J］．北方法学，2022，16（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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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说”，二是“认事 + 认罪说”，三是“认事 + 认

罪 + 认罪名说”［1］。笔者认为，这种不同观点的

划分依据在于其所处刑事诉讼程序的阶段不同。在

侦查阶段的侦查初期（案件构成要素尚不完整），

侦查人员所掌握的实物证据并不充足，大多案件是

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对证人、被害人进行

询问，通过案件相关人的叙述对案件进行整体把握，

但由于证据之间还缺乏暂时的关联，无法根据已掌

握的信息还原案件事实经过，因此对案件的定性会

存在偏差，在这个阶段，笔者倾向性认为侦查讯问

初期的“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自愿承认自己实施的

或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要求承认公安机关指控

的其行为构成何种犯罪，该“认罪”情形包含了实

体法上规定的自首或坦白，均可获得后续的从宽意

见。而随着侦查工作的开展，案件的众多细节在不

断量化，逐渐可还原案件部分或全部事实，犯罪嫌

疑人的涉嫌罪名也逐步达到可认定的程度，“认罪”

这一含义也就逐渐过渡到后面两种观点下，运用于

司法实践中。

在侦查讯问中，想要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

“承认”犯罪事实的情形，需要立足于“承认”的

结构框架，由内到外再由外到内，对其进行宏观把

控和微观调控。

首先，从“承认”犯罪事实之内来看，它蕴含

着多个维度的构成要件。在“认”的范围上，需要

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是对案件全部事实或部

分事实的供述，“这既是衡量被追诉人悔罪程度的

重要标尺，也直接关系到裁判者对于罪数的认定以

及量刑的轻重”［2］。《指导意见》第 6 条中同样

规定了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数罪，仅如实供

述其中一种罪名或部分罪名事实的，全案不认为是

“认罪”，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于如实

供述的部分，可适用从宽处置。在“认”的方式上，

受制于主客观因素，可分为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和被

动接受侦查机关所指控的罪名，在这一过程中，它

是犯罪嫌疑人在权衡利弊后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是权利人自己对既有权利的主动处分，而非被动消

极接受。在“认”的标准上，应从两方面进行考量，

一是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其罪的真实性，

二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自愿性，

只有在真实自愿前提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才能得以彰显。

其次，在“承认”犯罪事实之外主要表现在对

认罪内容的审查。《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55 条

分别规定了证据只有经查证属实后才能成为定罪的

依据，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就需要侦查机关在

获取犯罪嫌疑人“认罪”供述后，通过将口供与案

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进行关联、比对、分析，以

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最终实现“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承认”之内到“承认”之外，是实体正义

之价值体现，从“承认”之外到“承认”之内，是

程序正义之价值体现，两者相互支撑，相互印证，

共同推动着“认罪”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同样也为

侦查机关在确认犯罪嫌疑人“认罪”真实自愿性上

提供了明确的证明方法。

四、侦查讯问中的认罪“自愿性”

“从理论上讲，被告人同时具有当事人和提供

言词证据的诉讼角色”［3］被告人作为案件参与人，

在诉讼程序中充当诉讼角色，具有诉讼地位，享有

辩护权，其行使辩护权上的自愿性可得到保证，但

其对案件事实所做的供述能否作为法定证据使用，

则需通过裁判者判断其供述是否真实自愿来裁定。

在侦查阶段，作为被告人“前身”的犯罪嫌疑人，

是言词证据提供者，其所作出的有罪供述和无罪辩

解对后续的起诉、审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

在讯问过程中，办案人员为追求侦查效益价值，选

择性忽视侦查的程序正义价值，通过刑讯逼供以及

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侵犯人权，特别是对

于案件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适用简易、速

裁程序快速办理的轻微刑事案件，更是想仅通过犯

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在证据链没有形成闭合的情

况下直接“破案”，移交审查起诉，这种手段下的

有罪供述是犯罪嫌疑人非自愿供述，无疑是非法的。

且在后续的庭审环节，被告人通常会以“受到刑讯

［1］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J］．中

国法学，2019（3）：205．

［2］刘文轩，董慧娜．认罪认罚自愿性的重申与重释

［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24（3）：72．

［3］陈瑞华．论被告人口供规则［J］．法学杂志，

2012，3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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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供”“所作供述非自愿”“讯问笔录不合法”等

程序违法作为辩由，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翻原

先的有罪供述，导致程序回返，严重浪费了司法资

源，这反而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价值目

标。因此，为保证认罪认罚制度的稳定性，加强人

权的保障性，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厘清“自愿

性”在有罪供述中的界限及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再释“自愿性”内涵

当前理论界对“自愿性”内涵的综合评判，已

形成了不同方位的检验规则。从逆向判断规则来看，

“通过客观行为（被追诉人核心利益受侵犯）推定

主观意识（自愿性受到侵害）”［1］来判断是否自

愿；从侧向来看，自愿性是“对强迫取证行为的否

定”［2］；从正向推定来看，自愿性“是被告人基

于案件事实，在未受到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

身体强制或者精神强制的前提下，通过理性权衡与

选择，加上律师有效帮助，所作出的同意指控罪名

与量刑意见的决定”［3］。这其中，逆向判断过度

扩张了被指控人权利，单凭被追诉人核心利益受侵

犯，没有其他证据作支撑，显然无法证明被指控人

“自愿性”受到侵犯，且也有否定整个诉讼程序之

嫌。《指导意见》第 28 条为我们做出以下规定：“人

民检察院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审查犯罪嫌

疑人是否认罪认罚，有无因受到暴力、威胁、引诱

而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这为我们指出了“自愿性”

的属性，即为未受到非法行为侵犯，未违背意愿，

是一种理性判断。

（二）多元要素在“自愿”结构下的表现

形态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供述是多元要素

下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这些要素作为独立客体存

在，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理性分析、内心

取舍。通过分析“自愿”的影响因素，能够使我们

更加清晰“自愿”的结构形态，从而在审查判断被

控诉人自愿性供述标准时，能够对症下药，有的

放矢。

1．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等

在我国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强调维护社

会、国家公共利益而忽视或是弱化了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国家机关作为线形结构框

架下的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居于高位，这种诉讼模

式，就必然产生权力与权利间不对等的天然格局。

在侦查阶段，“自愿”问题首先就要经过侦查

讯问权的考验。刑诉法第 93 条规定，“犯罪嫌疑

人应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这一规定，将犯

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设定为其义务，要求其在回答

侦查人员提问时，不能无中生有、有中生无，也不

能夸大其词，故作玄虚，但在规定义务的同时剥夺

了犯罪嫌疑人拒绝供述及沉默的权利。“这不仅与

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不符，也有强迫他人自证其罪和

有违无罪推定原则的嫌疑”［4］。未经法院判决的

人应视为无罪的人，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所在，

在开启讯问程序时，侦查人员首先要做的是向犯罪

嫌疑人宣告权利义务，接着再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

存在犯罪行为，听取并记录其供述的有罪情形、陈

述的无罪辩解，客观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的言词，

这样所得到的供述不是侦查强权控制下的言词证

据，而是具有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有效证据。

其次，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运用主体具有单

一性，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只能由侦查人员收集固定

使用。刑诉法第 40 条规定了辩护人可收集犯罪嫌

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是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但并未规定其能够

收集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且辩护律师只

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阅卷权，在侦查阶段仅能提

供法律咨询、变更强制措施、代理申诉控告、了解

涉嫌罪名，这就导致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由于公诉

方与辩护方所掌握的证据“筹码”不平等，犯罪嫌

疑人在讯问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无法及时有效

利用合法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极易在侦查人员的“引

导”下做出非自愿性供述。

2．制度的约束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简易速裁程序相衔

［1］潘金贵，唐昕驰．被追诉人非自愿认罪认罚的认

定与救济［J］．人民司法，2019（25）：80．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2012．

［3］孔令勇．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界定及保障：

基于“被告人同意理论”的分析［J］．法商研究，2019，

36（3）：67．

［4］郭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权力俘获及纾困程序

［J］．清华法学，2022，1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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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认罪阶段越靠前，从宽幅度越大。2017 年，

杭州市中院颁布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试点工作量刑指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侦查

阶段的认罪认罚可获得 30% 的“从宽”幅度。而

侦查讯问阶段作为犯罪嫌疑人认罪并接受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首要阶段，将关系着未来犯罪嫌疑

人是选择继续接受羁押讯问的痛苦还是在从宽后

获得狱外的“自由”，犯罪嫌疑人作为理性人，

必然会权衡利弊，促使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诱

惑下供认其罪。

在我国，被追诉人一般很难获得无罪判决，

检察机关在量刑上进行让步时，被追诉人很容易

接受其让步而做出有罪供述。而对于那些原本就

可能无罪的人，在无法确定其是否会被判刑时，

转而供述并寻求较轻刑罚。这就意味着，被追诉

人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选择空间变相被

架空，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像是国家对被追

诉人良好认罪态度的奖励，并非被追诉人自由处

分其权利的结果。

这种制度的诱惑在实体审判中有所体现。在

郭雷诈骗案［1］一审中，辩方提出侦查人员在讯问

过程中告诉被告，“如果你能够认罪并完成退钱，

就可以大幅度减刑以及取保候审”。辩方认为侦

查人员这一行为存在明显诱供的情形，以严重影

响被告人重大利益为由，要求排除郭某的部分供

述以及郭某供述中与上述有关的有罪表示、有罪

供认。然而在庭审中，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存在

的“诱供”行为并不是违法的，它实际上是侦查

人员在审讯中提前对犯罪嫌疑人就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中的相关权利义务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进

行的告知与说服教育，辩方提出的排除该供述的

理由不符合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条件范围。

虽然法院否认了此项辩由，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对侦查讯问中的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影响还是

值得去深思的。

另外，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适用于刑事

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导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更希望在侦查讯问以及审查起诉阶段以隐瞒、狡

辩、否认的方式应对控方的指控，通过在法庭上

提出遭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

段获取其虚假供述的方式进行质证，要求排除非

法证据，重新认定案件事实，当所提出的辩由不

被采纳时，再在法庭上做有罪供述。这种基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生成的辩护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保证被告在审判结束时不至于一无所得，也就

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供述并不一定是

基于其内心自愿，真正地描述出案件事实，而可

能是在辩护人为其讲解辩护策略后违背其内心自

愿所做出的“非自愿性”供述。例如在叶章贵盗

窃案［2］中，被告人叶某在庭审之初称其没有盗窃，

不构成盗窃罪，其有罪供述及现场指认是被侦查

人员殴打后作出的。但在之后的庭审中被告人叶

某自愿认罪认罚，且签字具结。在公安机关取证

手段合法的前提下再去思考被告供述的自愿性问

题，其辩护的正当性目的难免值得怀疑。

3．侦查策略的使用

侦查策略是指为达到侦查目的，侦查人员在

具体侦查活动中所实施的各种方法手段，具有隐

蔽性、迷惑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侦查策略在侦查

讯问中的运用具体体现在“攻心为上” “引蛇出

洞”“挑拨离间”等讯问方法上，这些方法所要

实现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

供述或无罪辩解并确保所得到的口供具有真实性。

由于侦查活动具有对抗性，侦查人员需要通过讯

问收集证据还原案件事实真相，重现作案过程，

抓获犯罪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法律威严，相

反，无罪的人在被讯问被侦查过程中，需要极力

证明自己无罪，而真实有罪的人在被讯问被侦查

中亦会绞尽脑汁地证明自己的“无罪”或“有轻

罪，无重罪”，难免会掩盖事实真相，迷惑侦查

人员使其误入歧途。因此，基于这种对抗性，侦

查机关从一开始就必须占据优势，把握主动权，

通过制定方略把控正确侦查方向，让犯罪嫌疑人

的思维在侦查机关的逻辑框架下运转，同时，也

要不断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对策进行调整，从而达

到动态把控全局的状态。为了能够占据主动权，

掌控整个侦查程序的大致走向，侦查人员会在具

体案件中实施不同的侦查讯问策略，这些策略里，

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强迫性” “欺骗

性” “引诱性”。这些策略的使用，难免有违犯

罪嫌疑人内心“自愿”之嫌。

［1］参见（2020）京0106刑初666号。

［2］参见（2021）赣0981刑初1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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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愿性影响因素

白供述。

但是，根据刑诉法第 52 条对于此类问题的规

定，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以威胁、引诱和欺骗方

式获取供述的审查标准和使用后果，再加上侦查实

践中需要类似的手段支持侦查人员获取更多层面的

证据，也就导致对于此类口供如何认定、在何种程

度上应该排除，怎样排除等问题上不明确，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也经常被辩方当作对抗辩解的事由。

对于自愿性审查标准上，笔者在孔令勇教授提

出的两阶层审查判断标准上［1］，加上一阶层的补

充，从而使这种审查判断方式更加可靠牢固。在第

一阶层，主要是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判断。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在非自愿下供述的，那么应当在

法院庭审前及时提出，如果没有对所供述的言词有

异议，则认为是自愿供述。在第二个层面，要对讯

问的侵害程度或造成的后果进行衡量（择其一）。

“威胁”要达到“暴力”取供、“严重损害本人及

近亲属合法权益”的程度，后果是导致其做出虚假

供述；“引诱”要达到以非法承诺骗取供述的程度，

后果是导致做出虚假供述；“欺骗”要达到超越社

会道德底线或哄骗的程度，后果同上。第三层则是

对前两层方法的审查，若在第一阶层判断后确定是

自愿供述，则用第三阶层核实口供真实性，若在第

一阶层提出违背自愿，则第三阶层需要在第二阶层

基础上展开。具体来讲，通过其他证据进行核查，

即使有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情形出现，如果所

［1］孔令勇．从排除原则到排除规则：以威胁、引

诱、欺骗方法获取口供排除规则的教义学构建［J］．法律

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37（2）：92-94．

总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内心处分是

个漫长而又复杂的阶段（见图 2），这个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自身的“自愿性”会受到侦查权的压制，

认罪认罚制度的诱惑以及侦查策略的影响，这些影

响因子之间又相互碰撞，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

个动态稳定的外环境，在这个环境的作用下，驱动

犯罪嫌疑人内心的理性判断，进而做出取舍。

五、“认罪”在侦查讯问中的审查
标准

“认罪”在侦查讯问中的判断标准最直观体现

在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的真实性上，口供作为一种

言词证据，判断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根本在于其

是否是出于犯罪嫌疑人的内心自愿而做出的供述，

而认罪的真实性则是衡量该口供是否具备证明力的

标尺。对此，笔者从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的真实性

两方面进行分析，以规范侦查讯问中“认罪”的判

断标准，确保通过讯问所获口供的合法性、有效性、

稳定性，为下一诉讼阶段检方提出指控罪名、量刑

意见，法院的居中裁判奠定坚实基础。

（一）“认罪”的自愿性审查

笔者在上文提出了影响“认罪”自愿性的三方

因素，这其中，争议最大的还是侦查策略的运用。

刑事诉讼法第 52 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

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

强迫他人证实自己有罪。”侦查策略欺骗性、隐蔽

性的性质恰好与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方式相似，

因此在进行自愿性审查过程中，就必须要厘清合法

策略与非法讯问之间的界线，通过排除以暴力威胁

等手段取得的非法证据，获取犯罪嫌疑人合法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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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供述能够得到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

的印证，则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作为有效

证据使用。在侦查实践中，以案件实际情况为根本，

以此三阶层为基准，通过多方面审查，从而保证诉

讼质量，提升诉讼效率（见图 3）。

包含刑讯逼供的
痛苦程度

第一阶层：
是否违背供述

自愿性

侵犯程度：达至“威胁、引
诱、欺骗”的最低判断标准

第二阶层：
自愿性判断

非自愿 / 自愿 侵犯后果：虚假供述

第三阶层：
证据核实

证明标准：
相互印证

否

是

图 3  自愿性审查流程

在雍奎魁故意杀人案［1］中，雍奎魁在侦查机

关共作了八次供述，这八次供述中，除雍奎魁在第

一次讯问时否认去过案发现场，在第二次讯问时的

供述称与一名姓胡的人共同抢劫被害人并将其杀死

外，其余的六次供述均承认其持斧头去案发现场将

被害人杀死的作案事实。在调取侦查机关的同步录

音录像以及相关证据后发现，雍奎魁被采取强制措

施后审讯过程中脸上出现伤痕并存在自杀行为，该

有罪供述也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这种反复供述，反复否认的行为一方面使被告的身

心遭受折磨，另一方面使司法资源在无形之中流失。

以此案为例，在对供述的自愿性审查过程中，首先

要求辩方主动提出控方存在违背被告意愿获取其有

罪供述的行为，拿出收集的线索或证据并申请非法

证据排除。其次，根据侦查机关的同步录音录像、

体检报告表等材料检验该口供是否合法，是否存在

严重的（上述三种程度）威胁、引诱和欺骗行为。

不合法予以排除，合法供述则需要经过其他证据的

验证，如果该供述与其他证据存在关联性即可采用。

当然，若被告在庭前自愿供述，然而又在庭审中翻

供，同样应结合客观证据去核实供述的真实性。雍

奎魁案由于侦查机关所收集的客观证据不足，证据

间无法形成紧密链条，最终在二审法院改判无罪。

（二）“认罪”的真实性审查

对认罪的自愿性审查离不开对其真实性审查，

同样，对认罪的真实性审查亦离不开对其自愿性审

查。与认罪真实性相悖的是虚假供述，它的存在容

易迷惑侦查人员的视野，使侦查人员基于错误认识

而错用认罪认罚制度。这种虚假的认罪严重浪费了

司法资源，扰乱了社会秩序，极易造成冤假错案的

发生，在认罪第一阶段，即讯问阶段，就必须保证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准确性，只有把第一步走到位，

才有继续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能性。

虚假供述一方面存在于犯罪嫌疑人基于“犯罪”

以外的利益需求所做的供述，这种现象最直观地体

现在包庇罪犯罪中。从纵向来看，包庇罪包括独立

作案外的替他人顶罪和共同犯罪中的替人顶罪。从

横向来看，它又分为趋利型顶罪，受迫型顶罪，情

感型顶罪。本文结合 122 份裁判文书中的 3 例案件，

重点从横向角度对包庇类型进行阐述，以期更加全

面认识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原因。

趋利型包庇顶罪主要是指追逐有助于自己获利

的结果，并不考虑该行为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即

为了利益而“招供”，比如在李强、李辉、黄育智

等强迫交易一案中［2］，被告人李某给黄某一万元

好处费，让黄某为其顶罪，黄某随后向公安机关作

虚假供述，称是自己开枪打伤的李某2，为李某顶罪。

这其中，黄某基于利益的考量，主动放弃坦白立功

的机会，转而选择为获取金钱利益做出虚假供述。

在受迫型顶罪中，多以组织犯罪的形式出现，在汪

某某、徐某某窝藏、包庇案中［3］，金某（另案处理）

为了躲避开设赌场的风险，要求赌场内的工作人员

在被查获时谎称赌场老板是汪某甲。在汪某某、徐

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主动做出了谎称赌场老板

是汪某甲的供述。在情感型包庇顶罪中，犯罪行为

人屈从于内心情感，主动交代“罪行”，自愿顶罪。

例如在张某窝藏、包庇案中［4］，张某明知其情人

江某故意伤害他人，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帮助

［1］参见（2015）吉刑三终字13号。

［2］参见（2020）桂10刑终417号。

［3］参见（2022）皖0803刑初58号。

［4］参见（2021）皖0803刑初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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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某逃逸。这些供述由于缺乏真实性，显然是无效

的，在侦查事务中，若识别不了这种虚假的“自愿”，

就极易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在其中也只能扮演无效角色。

虚假供述在另一方面则是犯罪嫌疑人寻求“犯

罪”以内的利益所做的供述，即趋利避害型有选择

性供述。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通常会对作案的某些

情节有较深的印象，当能够还原这些经过的证据呈

现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或是侦查人员通过运用讯问策

略使犯罪嫌疑人确信“把柄”已被掌握，但还不清

楚剩下作案情节能否被发现还原，此时为了躲避法

律制裁，带着侥幸心理或者在律师帮助下就供述了

部分作案经过。这种趋利避害行为，若侦查人员不

经过核查，不全面收集证据，就会使犯罪人不能得

到全面的制裁，这无疑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威严。在

司法实践中，该类型的虚假供述多体现为图一中“事

实认定”上的不同，这类案件多呈现在侵财类犯罪

上，例如由于被告的选择性供述，导致辩方与控方

在盗窃案中的盗窃金额、盗窃次数以及盗窃方式等

存在争议［1］；由于被告的片面供述，使控辩双方

在诈骗罪和帮信罪的罪名上难以达成共识［2］。

对于这两种虚假型认罪，需要通过收集其他相

关证据进行验证，严格落实刑诉法第 55 条规定，

不轻信口供，重调查研究，只有当犯罪嫌疑人的“自

愿性”供述与案件中全面收集并核实的证据达到相

互吻合、相互印证的程度，侦查人员才能够采信犯

罪嫌疑人的真实“认罪”。

（责任编辑：邹文奥）

［1］参见（2021）辽0212刑初91号。

［2］参见（2021）辽0181刑初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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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system of confession, confession and leniency of punishment lie in 

confession, and the dual attributes of the entity and procedure of confession and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nfession determine the difficult complexity of the confession process. As the first criminal procedure to 

contact with the guilty plea -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 the first contact with the suspect and listen to his 

plea or confession. If the confession of the suspect is fixed as legal and effective evidence at this stage, not only 

will the truth of the case be found as soon as possible, reduce or even recover the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harm, but also the true confession will help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guilty plea and 

punishment, in order to save judicial resources, achieve crime management and resolve social conflicts. Taking the 

judicial documents from 2021 to 2022 as the analysis s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structure framework 

of “confess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fession” voluntariness, and the review method of “confession”, and 

strives to supplement and improv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predecessors,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niency system of confession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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